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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学术界曾流行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的说法。在您看来，如今能否
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
在中国”呢？

荣新江：“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国外”是“文革”之后，
我们读大学时老师给我们灌输
的观念。当时我们抱着一种爱
国主义的热情，势必要把敦煌
学的中心“夺”回中国来。无
可否认，这种爱国主义是正确
的。因为在 1966 年-1976 年
之间，在敦煌学研究目录上可
以看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
零。

这个时间刚好是战后日
本经济、学术最发达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占据了非常多的
题目，所以有的人说“敦煌在
中国，敦煌学在日本”。20世
纪 80年代初说这话一点都不
错，我们要承认客观事实。也
正是在这样一种刺激下，我们
这些人抱着爱国主义热情，投
入了敦煌学研究。

但是到 1988 年，中国敦
煌吐鲁番学会首任会长季羡
林先生特别提出了“敦煌在中
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
我也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
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
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如今，中
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宽
广的胸怀和国际视野，而不应
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
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
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
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与
国际学者一道推进敦煌学研
究，这对弘扬敦煌的学术和文
化，以及中国国家的形象建构
都是正面的，是非常好的。

羊城晚报：中国在掌握
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方 面 是 否 有 一 些 变 化
呢？

荣新江：其实敦
煌学内涵是非常
复杂的，因为它
有非常多的材
料，一类是洞窟
的，一类是文

献的，文献中又有大量非汉文
文献。以粟特文为例，中国虽
然也有学者会读粟特文，但水
平远不如伦敦大学学者。又比
如于阗文，敦煌出土的于阗文
文献研究目前哈佛大学是做得
最好的。另外，敦煌是一个佛
教都会，它里面有各种佛教宗
派留下的东西，这个部分中国
学者做得其实没有那么深入，
但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我之前做的“归义军史研
究”，类似的汉文敦煌文献的
研究，我们跟西方学者及日本
学者相比无疑是占上风的。因
为这些文献毕竟用的是汉字，
我们读起来比较方便。而像于
阗文、粟特文，它们属于印欧
语系，所以欧美学者读起来又
比我们要容易得多。

所以我一再强调，敦煌学
具有世界性，它不只局限在敦
煌这一个地方，敦煌是丝绸之
路上的敦煌。

羊城晚报：敦煌学的各个
领域基本都已经有人涉猎，从
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敦
煌学研究如何才能做出新意？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发现
的文书资料无疑是许多没有
见过的中古时期的材料，具有
十分珍贵的价值。其中，原始
性 是 敦 煌 材 料 最 重 要 的 价
值。我们现在有关中古时期
的历史书写，主要都是依靠传
统王朝的史家整理过的著作，
如正史、编年史等，即使有一
些文人笔记或文章，也是着意
写作的“编纂史料”。我们要
观察一个时代的历史，最好是
用原始材料。敦煌就保存了
大量未经人为造作而直接废
弃的原始公私文书，可以作为
我们观察历史、书写历史的原
始依据。

不能否认的是，敦煌毕竟
是一个边缘城镇，敦煌原始文
书所涉及的内涵往往是当地
的一些事件，甚至是民间的一
些琐事，不能取代“编纂史料”
所阐述的宏大叙事，但正是这
种原始性的、边缘性的、民间
性的材料，提供给我们观察一
个地方社会本来面貌的最好
视角。在帝王将相构成的王
朝政治史之外，其实有着丰富
的社会史、生活史、观念史、妇
女史、医疗史等。在新的史学
观念中，这些往往代表着“长
时段”的历史，没有那么多战
争、内斗乃至王朝更迭，而是
反映历史长河中占据时间最
长的“普通”史，这才是历史的
真相。

因此，敦煌学者应利用敦
煌提供的原始材料，利用我们
多年来把握的处理原始材料
的能力和方法，直接从原材

料中来书写历史。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实习生 苏梓涵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出土了6万余件公元4世
纪-11世纪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被誉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
的钥匙”。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敦煌学也由此发源。

日前，“敦煌学研究弘扬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在敦煌举
办。作为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主要活动之
一，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和
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他们聚焦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
进行最新学术成果分享与讨论。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
分别对该研讨会的两位主旨演讲嘉宾——中国敦煌吐鲁番学
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副会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郑炳林进行专访。

羊城晚报：如今的敦煌，
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您还
记得第一次到敦煌时的情景
吗，和今天相比有什么变化？

郑炳林：1983 年我第一
次去敦煌，是 11 月份，我记
得 是 冬 天 ，还 基 本 见 不 着
游客。当时的住宿条件很
差 ，生 活 十 分 艰 苦 。 敦 煌
莫高窟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的 办 公 区 ，大 家 都 在 靠 近
莫高窟的那栋土坯房子里
住着。

第一次我待了四五天，
讲解员领着我们去参观石
窟，看了将近一百个窟，当时
感到非常震撼。但那时我还
看不懂这些石窟，看什么东
西都像是一个谜，因此它带
来的学术压力也是很大的。
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变成一
个专家，当时心里没底。四
十年来敦煌莫高窟我去了一
百多次，眼看着它的条件一
点点变好。同时，我也一直
在思考敦煌学今后要往哪条

路走、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
羊城晚报：回首过去四

十年，您认为敦煌学研究目
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郑炳林：应该说 2000 年
以来，也就是敦煌莫高窟藏
经洞发现 100 周年以来，敦
煌一直保持高热度。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从事学术研
究的人更应该冷静。学术
研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
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一下
子就能出成果的。这几年
总体上来看，学术界有大量
的成果出现，但还是处于一
种转变的过程中。我想，那
些想在学术研究上出成果、
主导未来学术界潮流的人，
此时更应该冷静下来。

羊城晚报：这种热潮对
敦煌学研究而言是好事吗？

郑炳林：当下各种环境
都是最好的，有国家的支持、
民众的关心、社会的关注。
社会上可以热，但是学者不
能热过头，头脑发热容易让

人轻飘飘的，学术界还是得
冷静下来。

羊城晚报：您个人还有
哪些计划想要完成？

郑炳林：在文献整理这
块，我想陆续完成一些修订
本的刊出。比如《敦煌碑铭
赞辑释》《敦煌地理文书汇
辑校注》等。其次，我想完
成汉唐敦煌文化史研究，它
的内容包括汉唐如何经敦
煌经营西域地区，然后把历
史上敦煌的真正面貌揭示
出来。此外，我还想完成敦
煌石窟以外的其他石窟图
版资料的整理，反正只要活
着就继续干。

羊城晚报：您做学术研
究的心态感觉很好。

郑炳林 ：人 生 是 个 过
程，研究也是一个过程。我
每天都生活在不断发现问
题、不 断 解 决 问 题 的 过 程
中，用不着考虑社会上很多
烦心的事，也就永远活在快
乐之中。

羊城晚报：“ 敦 煌 在 中
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从
什么时候开始得到改观？

郑炳林：1900年，敦煌莫
高窟藏经洞开启后，中国学
术界与外国学术界可以说是
同时起步的，我们的研究并
不落后于国外。后来慢慢拉
开了距离，我想有几个方面
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
的不理想，有很多战争，不断
的动荡。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期间我们虽然有
研究，但是整体上进展不大，
中国学术整体发展的现实情
况落后于国外。当时我们发
表的文章没有多少篇，而且
敦 煌 文 献 整 理 更 加 缺 乏 。
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
会成立，实际上标志着我们
的敦煌学研究开始从无序走
向有序。

羊城晚报：对于敦煌学
这门“冷门绝学”，您是否会
担心后继无人？

郑炳林：我倒是不担心，
实际上每个学科都有这样的
发展规律，就是隔一段时间
必然会产生下滑的趋势，也
就是衰落阶段。但是学科要

保持稳定的发展，必须不断
注入新的血液，新鲜血液是
什么？是新的研究方向、新
的研究内容，以及跟别的学
科展开交叉研究。敦煌学研
究原先分为两块，一块是狭
义的敦煌学，围绕敦煌莫高
窟藏经洞出土文献进行，这
是纯粹敦煌学。第二个就是
广义敦煌学，以敦煌文献为
主，然后也涉及其他有关文
献，比如说吐鲁番文书、西夏
文书，还有敦煌汉简，仅汉简
大概就有两万三千枚，没有
完全公布。如果把这些研究
领域扩展到敦煌学研究的范
围之内，敦煌学研究就会迎
来新的起步。不能把敦煌局
限在它本身，而应该把它放
到世界的维度去看，就会更
有另一番滋味了。

羊城晚报：随着敦煌学
研究的更加深入，它对学者
的学科背景提出了哪些新要
求？

郑炳林：目前的敦煌学
研究，一方面是汉文文献的
研究，通过汉文献对敦煌历
史、西域历史等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胡语文

献的研究，就是非汉文文献
的研究。我们兰州大学最近
引进了一批学者，包括研究
回鹘文文献、藏文文献、突厥
文献，以及研究梵文文献的
学者。那么在敦煌学研究
上，我们能超越国外的主要
是在汉文文献的研究上，但
是胡语文献这一块还谈不上
已经超越，基本上还没有这
种信心。但是，也要看到我
们正在逐渐地配置人力，争
取经过一段时间能在非汉文
文献研究上掌握更多话语
权。

羊城晚报：对有志于进
入敦煌学研究的后辈，您有
什么建议？

郑炳林：从事敦煌学研
究，首先得有个心理准备，敦
煌学研究的难度系数比较
大，你想要在里面出成果，必
须付出十二倍的努力，必须
得忍受住寂寞才能看到光
明。敦煌学研究要求具备非
常多的条件，比如文字功夫、
文献功夫等。如果你想研究
石窟，还得具备艺术方面的
基本素养。总之就是耐得住
寂寞，吃得了苦。

荣新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郑炳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

“敦煌热”下的学术研究
更应该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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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著名学者陈
寅恪曾发出“敦煌者，吾国学
术之伤心史也”的感叹，当时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荣新江：这 个 说 来 话
长。简单地说，敦煌学在中
国有几个发展阶段。早期的
敦煌学围绕藏经洞文献展
开。在 1900 年藏经洞发现
后，外国的探险队陆续把敦
煌文献带到世界各地，然后
慢慢公布出来。当时我们主
要研究的也是这些出土文
书。那么，这就很受外国人
的限制了，人家给你多少你
就只能做多少，因此就有点

“伤心”嘛。虽然当时中国政
府也拿了一些文书到京师图
书馆，但是毕竟外国探险队
已经把好的都挑了一遍，这
样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伤心
史”。陈寅恪先生说的这句
话反映的正是中国早期敦煌
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的局
面。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敦
煌学研究有怎样的变化？

荣新江：改革开放以后，
大量的中国学者可以到西方
去调查敦煌文献，特别是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国家以
及出版机构花了很大力气把
英藏、法藏、俄藏文献都印成
了图版出版，这极大促进了
我国敦煌学的发展。

另外，到敦煌的交通也
方便了。20世纪 80年代起，
各领域的研究者包括美术
史、考古学、文献研究等都可
以到敦煌作调研。从那个时
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迎来
了飞跃式的发展。

羊城晚报：敦煌学已有
123 年的历史，您认为当下的
敦 煌 学 还 是 一 门 国 际 显 学
吗？

荣新江：各方观点是不

一样的。有一些人会说，你
看敦煌这么热闹，敦煌学就
是一门显学；然而我们的国
家社科基金又把敦煌学放在
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这好
像是互相矛盾的。这是因为
社会大众对敦煌学的理解和
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社会上，就比如这次
研讨会，一来就是百来号人，
而且还跟敦煌文博会放在一
块，所以感觉异常热闹。但
这不是敦煌学，这是敦煌文
化。当然这也是很好的，它
对我们敦煌学研究也有很大
的帮助，比如为我们争取到
更多的研究经费等。

然而作为学者，我们把
敦煌学看作学术的最巅峰，
我们要挑战自己，就来学敦
煌学。在大学里，有老师建
议我多带几个敦煌学专业的
学生，我其实是不愿意的。
为什么呢，因为做敦煌学研
究本身很辛苦。

我还记得 1984 年、1985
年，我一个人满世界寻找敦
煌文献，那是很辛苦的。当
时在外国图书馆里，我中午
都不能出来吃饭。因为吃了
饭就没座位了，我必须把那
个座位占住。我会在早上买
一块巧克力，饿了偷偷吃两
口，然后从早上一直抄录到
闭馆。所以，研究上光是收
集资料就花费了很大的力
气。

话说回来，这个过程虽
然辛苦，但并不是说辛苦了
就有成果。敦煌学研究还得
吸引一帮特别优秀的学者来
攻坚克难。而且敦煌学是一
门国际性学问，它不只是跟
中国学者比拼，还要拿到国
际上去比拼，得用国际的语
言和理念跟人家对话。因此
它才叫“冷门绝学”。

荣新江在研讨会上发言
图片由敦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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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1982 年，您选
择在兰州大学留校任教。您
将敦煌学作为个人的研究领
域意味着什么？

郑炳林：我确定留校比
较早，实际上在1981年 9月，
提前了半年就被送到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去听课，预
计就是要研究敦煌学了。跟
同时代的毕业生相比，这不
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最差
的选择。

当时大家都热衷于从
政，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不
愿意留校从事学术研究。特
别是把敦煌学作为自己的研
究领域，有很多人不理解，他
们认为敦煌偏居祖国西部，
将来是不是就会长期留在敦
煌了。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背景，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
教授来到中国作学术报告时
提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日本。”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刺
激，所以是抱着爱国热情留
下。另外，对我个人而言，这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我出生
于农村，“文革”后还能留在大
学任教，这已经超出了我对自
己的期待。

羊城晚报：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在敦煌文献资料缺
乏的情况下，敦煌学研究的
是如何重新开始的？

郑炳林：最开始接触敦
煌文献实际上是非常困难

的。我们当时看的文献全部
在缩微胶卷上。这些缩微胶
卷来自英国、法国。他们将
各自所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
胶卷公开销售，中国国家图
书馆也将所藏文献制成胶
卷，然后互相交换。

缩微胶卷看起来很费眼
睛，通过它查阅资料非常艰
难。当然，这对我的帮助和
提升也很大，给我留下的记
忆是深刻的。我早期编著的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
《敦煌碑铭赞辑释》两本书中
的敦煌文献资料都是靠一笔
一画抄下来的。靠缩微胶卷
查阅文献的时期大概持续了
十年。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才
有图书资料可以查阅呢？

郑炳林：后来，台湾新文
丰出版公司将缩微胶卷影印
成《敦煌宝藏》图版，到 1985
年左右引进后我们才有影印
图版可以看。但它也有缺
点，就是影印效果比较模糊，
很多潦草的文书基本就只能
看到墨点子。到 1994 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
以外部分》图版出版后，就非
常方便了。包括后来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
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
它们的清晰程度都非常好。
渐渐地，在兰州大学我们的
图书资料研究经费也得到了

保证。在这种
情 况 下 ，我 们
的研究进度有
了 很 大 的 提
高。

羊 城 晚
报：敦 煌 遗 书
分藏于中、英、
法 、俄 、日 等
地 ，目 前 我 们
对敦煌遗书资
料的收集情况
如何？

郑 炳 林 ：
目前，法国、英
国、俄 国 所 藏
敦煌文献都得
到了陆续的影
印 出 版 ，因 为

日本所藏的敦煌文献分散于
各个研究机构，所以只影印
出版了一部分，大部分收藏
机构的文献还没有完全影印
出来。在中国，敦煌文献分
藏于各个研究机构、图书馆、
博物馆，也有很大一部分没
有出版。目前估计，世界各
地敦煌文献藏品在 7万件左
右。

羊城晚报：除了文献的
缺乏，在研究过程中您还碰
到过哪些困难？

郑炳林：敦煌学研究基
本就是文献研究，而它跟一
般文献研究的内容不一样，
它研究的是手抄本。看到这
些文献，首先遇到的问题就
是不认识字，里面有很多俗
体字、异体字等不规范的字，
还有很多错别字，所以第一
步要把它们释读正确。紧接
着就是断句，过去的语法跟
现在的不一样，断句是非常
大且艰难的工程。完成了断
句后又未必能了解它的意
思。因为古代很多骈体文，
每一句话基本都包含着典
故。如果你不了解整个历
史，不了解古代典籍，就不知
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所以要
了解敦煌文献，就必须对这
些典故有所掌握。

因此，单是读懂文书这
一块的要求就有很多。一篇
文书要把它释读清楚，要反
反复复地看。看一次有一次
的心得，只有在漫长的释读
过程中把文献完全吃透了，
才能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
景之下看文献的价值。所以
说研究敦煌文献，不要想看
到文献马上就能进入研究状
态，那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这个过程听
起来非常艰辛和枯燥。

郑炳林：所以要克服的
东西很多，首先你得忍耐住
寂寞，忍耐住长时间里拿不
出 成 果、看 不 见 前 途 的 清
苦。但这也是一个快乐的
过程，当一篇文书释读出来
后，文书反映的整个历史面
貌好像就展现在你面前，由
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是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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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门“冷门绝学”开新天


